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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技能与职业分化∗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及其社会后果

崔　 岩　 黄永亮

提要：本文重点讨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质量高度异

质性背后的影响因素。 分析发现，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高度分化可以从农民

工劳动技能的结构性变化、行业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差异化特征、新职

业新业态所带来的职业高度分化等角度予以解释。 在行业技术升级和新职

业规模扩大的背景下，有效提高中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于促进我国

在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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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对我国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国家统计局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发布的《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工群体内部同质性较

高，所从事的职业和行业分布也相对集中。 但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呈现一个新的发

展趋势，即群体内部结构分化程度日益增强，出现“多重分化”的特征：一方面，农
民工群体内部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进一步分化，呈现

巨大差异；另一方面，随着新业态、新职业的不断涌现，农民工在新职业就业的比例

不断增加，导致农民工内部的职业分化呈现加速的迹象。 在以外卖骑手、网络直播

销售、网商微商等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服务业等职业中，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在身份上

属于农民工，但是在就业形式、劳动关系等方面已经和在制造业、建筑业从业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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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农民工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现阶段讨论“农民工”的结构或特征时不能忽略

其群体内部的巨大异质性（江金启等，２０１６）。 农民工群体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阶段出现的显著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民工社会分层

机制的新变化，也为我们探讨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打开了新视角。
因此，本研究以农民工技能和职业分化为切入点，结合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的理论视角，对不同职业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展开讨论，并进一步分析在新业态和

新职业中从业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企业对农

民工劳动力技能需求正出现显著的变化，一些行业出现的“机器替代”浪潮对低

端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正影响着大批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 同时工业制造业

企业持续推进的信息化、自动化转型导致部分中等技能农民工所积累的劳动技

能和人力资本在技术升级中快速贬值，职业发展上升路径遭遇瓶颈。 另一方面，
以外卖骑手、网络直播带货、网络自媒体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职业，以自由职

业、灵活就业等形式对传统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领域的劳动力形成虹吸效

应（闻效仪，２０２０；李永华，２０２２）。 在上述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农民工群体在技

能分化和职业分化上均呈现一些显著的特征。 因此，“新兴职业”和“传统职业”
之间在就业质量上的异同，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技能对农民工社会分层的

作用机制，值得学界予以高度关注。

二、农民工群体分化和就业质量的研究综述

（一）农民工群体分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分化问题，学界讨论较多的是职业分化。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学界就已经开始关注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分化问题。 李培林教授提出，进城

农民工经过职业分化，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占有

相当生产资本的雇主阶层、以个体工商户为代表的占有少量资本的自雇群体，以
及以打工者为代表的受雇于他人的工薪阶层（李培林，１９９６）。 有学者提出近似

观点，认为农民工在现代产业分工体系的作用下，形成了以业主层、个体层和雇

工层为代表的分化（刘怀廉，２００５）。 有学者则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将进

城农民工群体划分为准市民身份的农民工、自我雇用的个体农民工、以打工为生

的农民工、失业农民工以及失地农民工五个层次（谢建社，２００６）。 总的来看，学
界普遍认为职业分化是农民工群体内部呈现巨大异质性的主要机制（宋国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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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大部分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群体中雇主（自雇劳动者）阶层、管理

者阶层、受雇者阶层之间经济社会地位差异的分析（李中建，２０１３）。 近年来，随
着农民工职业和行业选择的多元化，农民工的择业范围不再局限于建筑业、工业

制造业等领域。 特别是“８０ 后”“９０ 后”农民工，其就业呈现显著的“去工业制造

业”特征，大量商业服务业甚至信息技术业、文化传媒业的从业者在身份上可以

归为农民工（阳立高等，２０１５）。 因此，农民工职业和行业分布的多元化，以及职

业分化对这一群体在经济社会分层方面的影响，也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张涛，
２００７；顾东东等，２０１６）。

除了对农民工在传统职业中分化的研究，学界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农民工

在新职业中的分化（李培林、尉建文，２０２１）。 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迅猛

发展，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有研究指

出，在新职业庞大的就业群体中，大部分职业在劳动形式上以“新型零工”的灵

活就业方式为主，并且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新职业从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培林、尉建文，２０２１）。 已有相关研究分别从就业特点（李晓凤、龙嘉慧，
２０２２）、择业动机（冉清文、孙丹青，２０２０）、职业保障（黄永亮，２０２３）、劳动关系

（张成刚，２０２１）等角度对农民工新职业就业进行了讨论。 面对新职业的迅猛发

展，平台经济为农民工群体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对稳就业和保就业发挥了重

要作用。 但是同时，部分农民工在从传统工厂工人向数字零工分化的过程中也

面临弱势化、过劳化、短工化等问题（沈锦浩，２０２１）。 农民工在新业态、新职业

中的就业也进一步加剧了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为研究农民工社会分层机制的变

化趋势提供了新的视角（田丰，２０１６）。

（二）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相关研究综述

“就业质量”作为学术概念，与“体面工作”“工作质量”等概念在若干维度上

有所重叠，更和“高质量就业”这一政策性概念高度契合。 追溯其学术源头，国
际劳工组织在 １９９９ 年首次提出“体面劳动”概念，并对就业质量进行界定，提出

体面劳动包括富有成效的工作机会、公平的收入、工作场所的安全、充分的社会

保障、较好的发展前景和社会融入、表达顾虑的自由、组织和参与到影响其生活

和待遇的决策等。①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体面劳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编制了

就业质量指标体系，认为就业质量应包括就业安全和道德规范、收入和福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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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日常生活的平衡、社会保障、社会对话、技能培训、职场关系和工作动机等维

度。 学界进一步细化了就业质量指标体系，从职业类型、预期与实际收入差距等维

度对就业质量进行了讨论（Ｆａｒｎé ＆ Ｖｅｒｇａｒａ，２０１５），并提出就业质量最重要的维度

是工作自主性、工作保障、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权利水平（Ｅｓｓｅｒ ＆ Ｏｌｓｅｎ，２０１２）。
就国内相关研究来看，我国学者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展开了丰富的讨

论（彭国胜、陈成文，２００９；赵洁琼，２０１１）。 具体来看，有学者以主客观不同标准

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展开研究，主观标准包括发展前景、就业满意度，客观

标准则包括工作收入、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钱芳等，２０１３）。 也有学者提出，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工资水平、就业稳定性、劳动权益

等方面（谢勇，２００９）。

（三）从技能分化视角对现有文献的进一步评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分化问题一直高

度关注，但对农民工群体的技能分化却鲜有讨论。 一方面，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持

续推进，基于城乡户籍身份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所产生的区隔效应正表现出缩

小的趋势（蔡禾，２０１９），基于户籍的就业歧视现象有所消解；但另一方面，在行业技

术升级和新职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职业分化、业态分化，
特别是技能分化却日益显著，使得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异质性加大。 尤其是技

能分化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有何种影响，对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分层有何效应，
这些问题学界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 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行业技术

升级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在就业技能上是否出现结构性变化，也就是不同就业岗

位的劳动技能水平是否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是

否在就业质量上呈现显著的差异，值得学界进一步讨论（郝楠，２０１７）。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技能分化、就业质量、职业分化之

间的关系。 首先，在大部分和就业质量相关的研究中，劳动技能是就业质量在理

论构成和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维度之一。 然而，从底层逻辑来看，技能在就业质量

各个理论维度和测量指标上实际上处于基础性地位，其对就业质量的其他维度

有着决定性影响。 在近年来学界对就业质量极化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技能分

化成了学者们关注的核心问题。 例如有学者通过构建区分技能与非技能劳动的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近年来我国高技能型劳动者和低技能型劳动者的工资

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导致技能需求增长和技能溢价

（董直庆、王林辉，２０１１）。 有学者则以“去技能化”解释就业极化现象，并提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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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性劳动的日益减少体现了对此类工作成功的去技能化倾向，高质量就业岗位

则因其高度依赖于高技能而形成一定壁垒，有效避免了去技能化，资本对此类劳

动亦采取妥协和同化策略（杨虎涛、冯鹏程，２０２０）。 因此，劳动技能高低既反映

了就业质量的高低，也可以被视为影响就业质量的解释机制，其与就业质量指标

中的劳动收入、劳动权益保障并非处于同一层次，而是更底层的解释变量。
其次，劳动技能分化问题也不能简单从传统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理论等个体

层次视角进行分析，而应当结合不同行业间技能偏向性差异背景下的职业分化

进行讨论。 有经验研究表明，先进高新技术的普及应用需要技能型劳动与之相

适应，必然会在增加技能型劳动的同时降低非技能型劳动的需求。 因此，技术进

步可能会加速不同类型劳动需求数量和劳动结构变化；从表象上看，偏向型技术

进步则可能导致非技能型工人的失业，抑或是技能溢价或工资不平等（宋冬林

等，２０１０）。 也就是说，就业质量的分化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其核心逻辑不在个体

层面的差异性，而是劳动力市场在行业技术进步的宏观过程中，以劳动技能为标

准形成的职业间的高度分化。 在针对劳动力市场“去技能化”现象的研究中，奥
特（Ａｕｔｏｒ Ｄａｖｉｄ）等和阿西莫格鲁（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ａｒｏｎ）等以劳动力需求层次的结构

性变化为主要视角，将劳动内容划分为常规（ ｒｏｕｔｉｎｅ）和非常规（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认
知性（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和操作性（ｍａｎｕａｌ）两个维度，构成了四种技能的组合，对职业分

化和技能分化的互构关系进行了讨论（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７），详见图 １。 基于这一互构关系，行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降低了对以常规

性操作为内容的劳动力的需求，新技术更是部分代替了非常规性操作任务中的

中低技能劳动力。 这一情景无疑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分化造成深远的影响。

注：根据奥特等（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以及杨虎涛、冯鹏程（２０２０）文中的图片修改而成。
图 １　 不同技能类型组合和对应的职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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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文的研究重点

综上所述，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本文聚焦于技能分化和职业分化对农民

工就业质量的影响，重点讨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质量呈现高

度异质性背后的影响效应，也就是在高学历、高技能农民工就业质量不断升级的

同时，以“机器替代”为典型代表的信息化、自动化、智慧化带来的劳动者“技能

降级”和服务业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蔡昉，２０２２），却致使部分中低技能农民工就

业质量徘徊不前。 这一现象表面上反映了在农民工群体的技能分化和职业分化

背景下群体内异质性的不断增强；实质上体现出在进入“数字经济”新发展阶段

后，微观层次的劳动者技能分化和宏观层次的技术进步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

的差异化影响正成为当代社会分层机制背后的主要逻辑（张新春，２０２１）。 一方

面，农民工群体结构变化和就业多元所带来的职业分层可以从技能偏向型技术

进步角度予以解释，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渗透过程中，常规性体力

和脑力劳动就业岗位的日益减少以及中低端工作岗位的加速去技能化进程对农

民工群体就业形成一定冲击（江永红等，２０１６；杨虎涛、冯鹏程，２０２０）。 另一方

面，随着技术升级的提速，中低技能劳动者遭遇不同程度的“劳动降级”。 智能

制造技术下自动化工厂的加速普及将经验和技能从一线工人的劳动过程中剥离

出来，导致普通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进一步受到削弱，同时其劳动关系也

更加脆弱，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并未完全和企业发展形成正向耦合关系（许怡、叶
欣，２０２０；陈龙、赵磊，２０２２）。

所以，本文在行业技术升级和新职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对农民工群体

的职业分化、技能分化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讨论，以发现

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的新特征，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民工职业赋能和权益保障

的相关政策建议。

三、对农民工群体技能与职业分化基本特征和

就业质量各维度的分析

（一）农民工群体技能与职业分化的基本特征和就业质量的总体情况

为了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研究，并从技能和职业分化角度讨论农

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差异，本研究分析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

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０８ － ＣＳＳ２０１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国情调研课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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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群体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２０２０）”的调查数据。
对于何为“农民工”，本文依据国发〔２００６〕５ 号文件对农民工的统计标准进

行界定；职业类型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不含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一般

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不含新职业就业群体）、工人、不便分类的临时工 ／
小时工等传统职业，以及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型城市服务业和基于互联网平

台的网络直播销售、网络自媒体等新职业。 对于就业质量，本研究主要从劳动权

益保障、工作薪酬待遇和职业技能发展这三个指标进行测量。 在本文的多层次

模型部分，通过对上述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就业质量各维度的指标作为

模型分析部分的被解释变量，其指标越高表明就业质量越高（刘爱玉、刘继伟，
２０２０）。 其中，对于就业岗位所需技能高低，学界有着不同的测量标准。 有研究

直接以人力资本（例如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技能高低的划分标准，以高中文化

程度为界限划分高低技能劳动者（张慧芳等，２０２０）；有研究以职业和工作性质

为标准界定劳动技能（姚先国等，２００５）；有研究则通过认知与操作、常规与非常

规的类型组合对劳动技能进行评价（杨虎涛、冯鹏程，２０２０）。 上述划分标准各

有优势，但也分别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技能的内涵

和特定岗位对技能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 所以本文对劳动技能的高低采用以往

研究普遍采用的主观认知标准予以界定，并结合劳动者拥有的专业职称和技术

等级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谢倩芸，２０２１；崔岩，２０２３）。
首先，通过对近十余年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从职业分化的角度看，农民工

群体显著呈现从工人向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转型的特征。 例如，在 ２００８ 年，农
民工中 ４９ ６２％的职业身份是工人，仅有 ２０ ９２％ 从事商业，１４ ９１％ 从事服务

业。 在随后的十年间，农民工中工人的比例逐年降低，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中有

３３ ７８％的职业身份是工人；与之相对应，从事服务业的比例逐年增加，２３ ９８％
的农民工从事服务业，商业服务业人员累加占比近 ４５％ （见表 １）。

　 表 １ 农民工群体不同职业样本基本情况描述统计

调查年份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

样本量 １０５０ １２２９ ２４９５ ２７７４ ２７３９ ２８３６

职业（％ ）

　 私营企业主 ３ ９６ ３ １２ ３ ４６ ３ ４５ ３ １０ ３ ５６

　 专业技术人员 ２ ５６ ４ ７５ ５ ９３ ７ ０８ ８ ２７ ８ ２３

　 一般办事人员 ７ ９６ ８ ０７ ５ ５９ ９ １５ ８ ５０ ７ ２６

　 商业从业人员 ２０ ９２ ２０ ０３ ２３ １９ ２２ ９６ ２３ ３４ ２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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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调查年份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９ 年

　 服务业从业人员 １４ ９１ １４ ６７ １５ ６０ １６ ０９ ２１ １５ ２３ ９８

　 工人 ４９ ６２ ４８ ３９ ４４ ６８ ３８ ８６ ３３ ５９ ３３ ７８

　 临时工 ／ 小时工 ０ ０７ ０ ９７ １ ５５ ２ ４１ ２ ０５ ２ ８３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０８ － ＣＳＳ２０１９）、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国情调研课题“新职
业群体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２０２０）”。

其次，从就业质量来看，从事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在其各个维度上有较大的不

同。 例如，通过对 ＣＳＳ２０１９ 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在社会保险和保障方面，以就

业单位或者雇主是否提供社会保险为例，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农民工中，约 ８５％
的雇主或者单位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险，在工人中该比例为 ７７ ６９％ 。 在新职业

中，有 ５２ ６１％的外卖骑手所在单位没有提供任何社会保障；在网络直播销售

中，该比例为 ７９ ２９％ ；在自媒体从业的农民工中，该比例为 ４４ ０７％ 。 就合同签

订情况来看，在商业从业人员中有 １３ ８７％没有和单位或者雇主签订任何合同，
在服务业从业人员中有 ４５ １２％ 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在工人中该比例为 ５４％ 。
在新职业中，仅有 ５ ７２％的农民工外卖骑手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在网络直播销

售人员中，该比例为 １７ ７５％ ；在自媒体从业的农民工中该比例为 ２８ ８１％ 。
从就业技能维度来看，在从事商业、服务业农民工中，约 ４７％表示所从事的

工作不需要任何劳动技能，在工人中该比例为 ４３ ３６％ 。 在新职业中，有

６２ ５１％的外卖骑手表示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任何劳动技能；在网络直播销售

中，该比例为 ２９ ８８％ ；在自媒体从业的农民工中该比例为 １６ ８１％ 。 从平均月

薪来看，网络直播销售的薪酬水平最高，为 ７９３０ ９７ 元；外卖骑手月收入平均为

５１７１ ９４ 元；自媒体从业的农民工月收入平均为 ３５２５ ４２ 元。 在传统职业中，商
业从业人员平均月收入为 ５０４２ ７１ 元，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月收入为 ４０９９ ７５
元，工人平均月收入为 ４５４７ ７７ 元（见表 ２）。

　 表 ２ 受雇农民工群体不同职业样本的就业质量主要指标描述统计情况

就业权益保障 就业技能 薪酬水平

单位 ／ 雇主不提供
社会保险比例（％ ）

没有签订合同
比例（％ ）

未来 ６ 个月可能
失业比例（％ ）

工作无需技
能比例（％ ）

企业提供培
训比例（％ ）

平均月薪
（元）

专业技术人员 ５５ ６３ ２４ ６５ １９ ７２ ９ １５ ５７ ９４ ６５１８ ５４

办事人员 ５４ ４２ ３９ ４６ １９ ０５ ３７ ４１ ３７ ６７ ３１９０ ２９

商业从业人员 ８５ ２３ １３ ８７ ２５ ５９ ４６ ６５ ４７ ８７ ５０４２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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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就业权益保障 就业技能 薪酬水平

单位 ／ 雇主不提供
社会保险比例（％ ）

没有签订合同
比例（％ ）

未来 ６ 个月可能
失业比例（％ ）

工作无需技
能比例（％ ）

企业提供培
训比例（％ ）

平均月薪
（元）

服务业从业人员 ８４ ７６ ４５ １２ ２９ ０７ ４７ ９７ ３０ ５９ ４０９９ ７５

工人 ７７ ６９ ５４ ００ ３３ ３８ ４３ ３６ １７ ４０ ４５４７ ７７

临时工 ９２ ７７ ６２ ６５ ４０ １６ ６５ ０６ １０ ００ ２６４１ ８１

外卖骑手 ５２ ６１ ５ ７２ ５０ １８ ６２ ５１ ７７ ０４ ５１７１ ９４

网络直播销售 ７９ ２９ １７ ７５ ４７ ５３ ２９ ８８ ６３ １２ ７９３０ ９７

自媒体从业人员 ４４ ０７ ２８ ８１ ３９ ８３ １６ ８１ ６１ ８６ ３５２５ ４２

　 　 注：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９）、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国情调研课题“新职业群
体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２０２０）”。 ②在“新职业群体就业、生活与权益保障研究（２０２０）”调查
中，问卷设计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就业部分的相关测量题目，具有测量上的可比性。 从抽样
设计上，新职业调查所涉及的“外卖骑手”“网络直播销售” “自媒体从业者”均依托于互联网平台企
业。 在新职业调查中，通过互联网平台企业进行随机抽样形成概率样本，其中农民工中“外卖骑手”
样本量为 ４２６９，“网络直播销售”样本量为 ５０７，“自媒体从业者”样本量为 ２９０。 对不同来源的概率样
本进行合并统计检验时，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职业分布和相关统计信息对不同来源样本进行加
权处理。

（二）农民工群体劳动技能分化的基本情况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事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在就业质量的各个维度上

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 在以往的就业质量研究中，学界普遍认同劳动技能在

就业质量中具有核心地位。 因此，我们在讨论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时，重点分

析农民工群体劳动技能的情况，并讨论劳动技能对就业质量其他维度的影响

效应。
首先，通过对 ＣＳＳ２００８ 到 ＣＳＳ２０１９ 数据中农民工群体所就业的岗位是否需

要一定劳动技能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技能在近年来呈现一定的

“低技能化”和“技能极化”的倾向。 在农民工群体中，其所从事工作“不需要任

何专业技能” 的比例在近十年间基本持续上升。 具体来看，在 ２００８ 年，有

３０ ５％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在 ２０１３ 年，该比例进一步上升至

３５ ２％ ；在 ２０１９ 年，在农民工群体中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的比例则

为 ４３ １％左右。
在农民工就业低技能化的同时，农民工群体内也出现了技能分化甚至技能

极化的态势。 也就是说，除了无技能和低技能农民工比例持续上升，高技能农民

工比例也在近十年保持增加态势：在 ２００８ 年，只有 ８％ 左右的农民工表示其工

作需要较高或者很高的专业技能；在 ２０１３ 年，该比例进一步上升至 １３％ 左右；
近年来，在农民工群体中表示其工作需要较高或者很高专业技能的比例基本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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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 ２０％左右。 农民工技能分化和技能极化现象的背后是中等技能农民工比

重的持续降低，农民工群体中表示其工作“需要一定专业技能”的比例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６１ ０％降低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８ ０％ （见图 ２）。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图 ２　 农民工群体劳动技能分化的基本情况分析

如进一步聚焦在农民工群体就业较为集中的商业服务业和工业制造业，
低技能化现象则更为明显。 例如，在从事商业的农民工群体中，２０１１ 年有

３６ ４％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到 ２０１５ 年该比例为 ４１ ９％ ，在
２０１９ 年该比例为 ５３ ５％ 。 再比如，在服务业从业的农民工群体中，在 ２０１１ 年

有 ２０ ５％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到 ２０１５ 年该比例为 ３６ ７％ ，在
２０１９ 年该比例为 ４７ ２％ 。 在工业制造业从业的农民工群体中同样存在该现

象，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专业技能” 的比例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８ ９％ 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６ １％ 。

（三）不同技能水平的农民工在劳动权益保障上的差异分析

如前所述，劳动技能水平是就业质量的核心维度，对其他维度有决定性作

用。 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群体内部就业质量的

异质性水平。 从就业权益保障维度来看，不同技能水平的农民工群体有着极

大的差异。 例如，无专业技能的农民工有 ７０ ０３％ 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而
有较高技能的农民工群体中该比例仅为 ３５ ０２％ ，在很高专业技能的农民工群

体中，这一比例为 ３３ ３３％ 。 从就业的稳定性来看，无专业技能的农民工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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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１６％表示 ６ 个月内有可能失业，该比例在有较高技能的农民工群体中仅为

２５ ９９％ ，在有很高专业技能农民工群体中为 ３０ ２９％ 。 同样，用工企业更倾向

于给中高技能农民工提供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增强其与企业之间的“粘性”。
无专业技能的农民工只有 ９ ５６％ 和 １４ １１％ 享有企业提供的失业保险与工伤

保险，而在有很高技能的农民工群体中，该比例则分别为 ２３ ９２％ 和 ３３ ９７％
（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技能水平的农民工群体在劳动权益保障上的差异分析 （％ ）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６ 个月内有可能失业 有失业保险 有工伤保险

需要很高专业技能 ３３ ３３ ３０ ２９ ２３ ９２ ３３ ９７

需要较高专业技能 ３５ ０２ ２５ ９９ ２６ ７１ ３４ １２

需要一些专业技能 ４７ １８ ４０ ６８ ２０ ３０ ３０ ７３

不需要专业技能 ７０ ０３ ４３ １６ ９ ５６ １４ １１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９）。

（四）不同技能水平的农民工在劳动收入上的差异分析

除了就业权益保障水平，劳动技能对农民工收入水平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９）中的农民工和城镇工进行倾向值匹配

分析，采用 ＤＦＬ 方法对不同技能群体的工资和反事实工资分布进行估计，测算

了劳动技能对于缩小农民工和城镇工之间的工资差距的影响效应（梁玉成、周
文，２０１４；邢春冰等，２０２１）。 具体来看，首先界定影响劳动者收入的特征变量 Ｘ，
以 ｈｕ（Ｘ）和 ｈｒ（Ｘ）表示城镇工和农民工在变量 Ｘ 上的特征分布，ｆ ｕ（ｗ ｜ Ｘ）和 ｆ ｒ

（ｗ ｜Ｘ）则为在给定特征变量 Ｘ 时，城镇工和农民工收入的条件分布。 ｆ ｇ（ｗ ｜Ｘ）
反映了收入的条件分布和特征变量之间的关联，且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函数。
ｆ ｕ（ｗ ｜Ｘ）和 ｆ ｒ（ｗ ｜Ｘ）之间的差异则反映了城镇工和农民工收入差异。 城镇工和

农民工的收入分布则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ｇｕ（ｗ） ＝ ∫ ｆ ｕ（ｗ ｜ Ｘ）ｈｕ（Ｘ）ｄｘ；ｇｒ（ｗ） ＝ ∫ ｆ ｒ（ｗ ｜ Ｘ）ｈｒ（Ｘ）ｄｘ

　 　 当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不存在收入差异时，收入的反事实分布则为：

ｇｒ
ｕ（ｗ） ＝ ∫ ｆ ｕ（ｗ ｜ Ｘ）ｈｒ（Ｘ）ｄｘ

　 　 对于反事实分布的测算，可以估计城镇工和农民工的概率值 ｐ（ ｉ∈Ｕ ｜ ｘｉ ）
和 ｐ（ ｉ∈Ｒ ｜ ｘｉ），在依据城镇工收入估计农民工反事实收入时，设定城镇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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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权重为 θｉ ＝ １ － ｐ（ ｉ∈Ｕ ｜ ｘｉ） ／ ｐ（ ｉ∈Ｕ ｜ ｘｉ），以进一步构造反事实收入的经

验分布：

ｇ^ｒ
ｕ（ｗ） ＝ ∑

ｎ

ｉ ＝ １

θｉ

ｈ ｋ ｗ － ｗ ｉ

ｈ
æ
è
ç

ö
ø
÷

　 　 其中 ｉ∈Ｕ，ｗ ｉ 为区间 ｊ 的平均收入，ｈ 为带宽，ｋ（·）为核函数。
通过对不同技能的农民工工资和反事实工资进行估计，可以发现，高技

能农民工和同等技能城镇工在工资上已经较为接近；与之相对应，中低技能

农民工则在工资上仍和同等技能水平城镇工有着显著差异。 进一步通过倾

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同等技能的农民工和城镇工之间的工资差异进行检验，同
样得出相同的结论：高技能农民工在收入上和城镇工已经没有统计上的显著

差异；但是中低技能农民工在和城镇工进行匹配后，仍在收入上显著低于城

镇工（见表 ４）。

　 表 ４ 不同倾向值匹配方法对农民工和城镇工匹配后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 检验

需要很高专业技能 需要较高专业技能 需要一些专业技能 不需要专业技能

近邻匹配

城镇工　 ３ ６８６ ３ ４４３ ３ １１０ ２ ６９４

农民工　 ３ ４６８ ３ ３７１ ２ ９０５ ２ ４８４

工资差异 ０ ２１９ ０ ０７３ ０ ２０５∗ ０ ２１０∗

马氏匹配

城镇工　 ３ ６８６ ３ ４４３ ３ ２０３ ２ ７４８

农民工　 ３ ４１３ ３ ４０３ ３ ０６８ ２ ５８８

工资差异 ０ ２７３ ０ ０４０ ０ １３５∗ ０ １５９∗

半径匹配

城镇工　 ３ ６０４ ３ ４００ ３ １８４ ２ ７３１

农民工　 ３ ３９１ ３ ２３２ ２ ９８６ ２ ４１９

工资差异 ０ ２１３ ０ １６７ ０ １９８∗∗ ０ ３１２∗∗∗

核匹配　

城镇工　 ３ ６８５ ３ ４３３ ３ １８４ ２ ７４０

农民工　 ３ ４４２ ３ ２４８ ２ ９９２ ２ ４２４

工资差异 ０ ２４３ ０ １８５ ０ １９１∗∗ ０ ３１７∗∗∗

　 　 注：①对不同技能的农民工工资和反事实工资进行估计和倾向值匹配分析，控制了被访者受教育年

限、性别、年龄、政治身份、父母受教育年限、婚姻家庭情况、技术等级和专业职称、就业单位性质、所
在行业等变量。 其中政治身份为虚拟变量，中国共产党党员编码为 １；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已婚编

码为 １；技术等级和专业职称变量中，无专业职称或者技术等级编码为 ０，初中高级专业职称或者技术

等级编码分别为 １ ～ ３；就业单位性质、所在行业等变量均按虚拟变量进行编码。 匹配后的处理组和

控制组分布较为接近，在大部分变量上均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说明匹配过程有效降低了样本

选择偏误。 因篇幅有限，具体匹配情况不在正文中展开论述。 ②∗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自抽样方法 ５００ 次取得。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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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技术进步视角下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分析

从技能和职业分化来看，不论是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还是制造业、建筑业

工人，农民工均存在较为显著的低技能化倾向。 特别是在低端工业制造业，近年

来企业以机器替代为典型代表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升级趋势更使得一线工

人从工匠转变为操作机器的工具，直接导致工业制造业企业中低端体力劳动逐

步被自动化设备所替代。 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各类平台企业的快速发

展极大改变了商业服务业的行业劳动力技能需求结构，不论是外卖骑手职业成

为重要的就业“蓄水池”，抑或是网络直播带货和传统电商的不断融合，均反映

出技术进步下行业变迁对劳动者职业技能需求结构的影响。 所以在分析农民工

技能和职业分化的同时，行业层面出现的技术变化，特别是技术进步对农民工群

体就业质量的影响需要进行实证检验。

（一）基于多层次回归模型对不同职业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分析

农民工就业质量不仅受到其所从事职业的影响，而且受其所处行业的重要

影响。 特别是行业信息化、自动化水平直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各个维度造成

深刻影响。 因此，在建立统计模型时，应充分考虑行业层次的技术进步水平、劳
动力技能需求结构等因素。 但是上述变量不能直接作为个体层次变量进行分

析，而应作为高层次变量以便得到无偏且有效的参数估计。 因此，本文引入多水

平线性随机截距模型，允许行业之间的回归分析在截距上存在差异，进而分析行

业技术进步水平、行业劳动力技能需求等行业特征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影响。
具体而言，在多层次模型中，将核心自变量分为个体层次和行业层次两类，

其中个体层次的变量主要为农民工从事的不同职业类型。 在行业层次自变量

中，本文主要考虑行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 对于行业技术

进步的测量，以往研究有着不同的操作化方式：有研究以专利申请数或专利授权

数表征行业智能技术水平（钞小静等，２０２２），有研究则用工业机器人进口数据

对智能制造水平进行评估（韩民春、冯乐兰，２０２０），也有研究以不同行业工业机

器人使用密度和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使用强度作为工业智能化指标

（王辉、董直庆，２０２２）。 在本研究中，农民工就业分布在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

不同行业中，并且技术进步不仅体现为机器替代，也体现在行业信息化、网络化、
智慧化水平上。 所以本文采用了行业数字化水平对行业技术进步进行测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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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主要包括分行业使用互联网和信息化建设及管理水平、分行业使用计算机

情况，即每百人拥有计算机数（李帅娜，２０２１）。 除此以外，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

水平、行业从业农民工比重等信息也作为行业层次变量予以分析。 上述涉及行

业技术应用水平变量和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变量均依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２０１８）》《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９）》《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１９）》进行

测算；分行业从业人员农民工占比则依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９）进
行测算。 对多层次线性模型的描述如下。

１ 基本模型的设定

在建立多层模型中，首先建立基础模型，即除截距以外不包括其他任何变量

的模型，以便与本研究建立的模型进行比较，通过拟合程度来对模型进行评估。
其中基础模型为：

Ｙｉｊ ＝ β０ｊ ＋ εｉｊ，　 β０ｊ ＝ γ００

　 　 ２ 多层次模型的设定

首先，个体层次的统计模型如下：

Ｙｉｊ ＝ β０ｊ ＋ ∑βｉｊＸ ｉ ＋ εｉｊ

　 　 其中，βｉｊ是个体层次的回归系数，Ｘ ｉ 为个体层次自变量向量，εｉｊ是个体层次

的行业 ｊ 中 ｉ 未被模型解释的部分。
其次，行业层次的统计模型为：

β０ｊ ＝ γ００ ＋ ∑γ０ｋＺｋ ＋ μ０ｊ，　 βｉｊ ＝ γｉ０

　 　 其中，γ０ｋ是行业层次变量的回归系数，Ｚｋ 为行业层次自变量向量，μ０ｊ是行业

层次未被模型解释的部分。 从行业层次的模型可以看出，本研究中只有截距项

可以随机变动，而每个行业的回归系数则是相同且固定的（见表 ５）。
从就业质量的劳动权益保障维度来看，仅有受教育年限、父母最高受教育年

限等变量对劳动权益保障具有显著的正向统计效应；从职业类型变量来看，工
人、商业从业人员、服务业从业人员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网络直播销售、
自媒体从业人员则与不便分类的临时工 ／小时工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从行业层次变量来看，分行业使用计算机情况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权益保障水

平有正向效应，行业中农民工比重则对就业权益保障水平有负向效应（显著性

水平 α 设定为 ０ ０５，以下分析均采用此标准）。
从技能发展维度来看，在个体层面，受教育年限对就业技能发展有显著的影

响，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以显著增加就业技能。 从不同职业来看，商业从业人

员、服务业从业人员、工人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外卖骑手与不便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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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 ／小时工之间则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从行业层次变量来看，分行业使

用计算机情况、分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群体就业技能发展维

度有负向效应。
在薪酬待遇方面，就不同职业来看，商业从业人员、工人、外卖骑手、网络直

播销售均比临时工 ／小时工有更高的薪酬待遇，但是服务业从业人员和自媒体从

业人员则与不便分类的临时工 ／小时工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在行业层

次变量来看，分行业使用计算机情况对农民工群体的薪酬待遇水平有正向效应，
分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水平则对农民工薪酬待遇水平有负向效应。

　 表 ５ 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各维度多层线性回归模型 Ｎ ＝ ２５１６
劳动权益保障 技能发展 薪酬待遇

回归系数 显著性 回归系数 显著性 回归系数 显著性

固定效应

个体层次变量

年龄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９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０
性别（男性 ＝ １）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８３ ０ ０００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５
职业（参照组：不便分类的临时工、小
时工）
　 专业技术人员 ０ ６４９ ０ ０００ ０ ９７３ ０ ０００ ０ ７８０ ０ ０００
　 办事人员 ０ ０８７ ０ ３７３ ０ ４９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１ ０ ９１４
　 商业人员 ０ ３７４ ０ ００１ ０ ４６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２ ０ ０２０
　 服务业人员 ０ ４２７ ０ ０００ ０ ５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９２ ０ ２２５
　 工人 ０ ４９０ ０ ０００ ０ ５２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９４ ０ ０３０
　 外卖骑手 ０ ６８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６３ ０ １２１ ０ ０４４
　 网络直播销售 ０ ６５７ ０ １７１ ０ ４２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００ ０ ０１７
　 自媒体从业人员 ０ ２７０ ０ ０５７ ０ ４７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３ ０ ７５１
常数项 ０ ２３８ ０ ０１４ ０ ６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７ ０ ００５
行业层次变量

分行业使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水平 ０ ００４ ０ ６２５ ０ ００３ ０ ６２７ ０ ００７ ０ １０５
分行业计算机使用情况
（每百人拥有计算机数）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０

从业人员中农民工比重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６５ ０ １９５ － ０ ０２５ ０ ５０６
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水平 ０ ００８ ０ １７８ － ０ １４９ ０ ００９ － ０ ２５５ ０ ０３５
随机效应

个体层次 １ ０１８ ０ ９０２ ０ ９４４
行业层次 ０ ０２０ ０ １７０ ０ １０９
ＩＣＣ ０ ０１９ ０ １５９ ０ １０５
－ ２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４４６ ３８４ ３３２２ ７９４ ３３５９ １６８

　 　 注：因篇幅所限，回归模型中例如政治身份、婚姻状况等部分个体层次变量，以及户籍所在地区（按
东 ／ 中 ／ 西部地区划分）等控制变量没有在正文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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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的进一步讨论

通过前文描述的统计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在不同职业之间存在

较大差异，那些没有固定职业、长期徘徊在不同职业和工种的临时工 ／小时工仍

处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底端，缺乏劳动权益保障、低技能、低收入是其典型

特征。 对于农民工就业较为集中的职业，例如工人、商业或服务业从业人员，其
就业质量的薪酬维度也呈现一定的差异，特别是服务业从业人员在薪酬上和临

时工 ／小时工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同时，从事新职业的农民工群体存在较

为明显的分化。 在就业质量的各维度中，自媒体从业人员仅在就业技能上好于

临时工 ／小时工，在劳动保障和薪酬水平上则与临时工 ／小时工较为接近。 以体

力劳动为主的外卖骑手的劳动技能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传统职业，和临时工 ／小时

工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劳动权益保障和薪酬水平上则有一定优势。 从事网络

直播销售的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水平不高，但劳动技能水平和薪酬水平则显著

高于临时工 ／小时工。
此外，在考虑农民工技能和职业分化的同时，不同行业间在计算机、互联网

技术应用上的差异也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形成一定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企业计算机使用情况反映出企业智慧化、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水平，可以从一

个侧面体现出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和机器替代的取向。 表 ５ 中的模型显示，行业

中计算机的应用对就业质量中的技能发展维度有着反向作用：行业层面较高程

度的智慧化、自动化技术应用水平并未同从业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技能发展形成

正向耦合关系。 当然也要看到，行业层面的智慧化、自动化技术应用水平对从业

农民工群体的劳动保障和薪酬水平有着正向的作用。 但从分行业从业人员平均

受教育水平来看，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群体的技能发展和薪酬水平有着反

向的影响，这从侧面反映出一个现象：在高人力资本的行业，农民工群体主要从

事的是相对低端的就业岗位，行业内部职业转换存在较高壁垒，对从业农民工群

体在技能发展和收入增长上形成一定的瓶颈效应。 最后，行业从业人员中农民

工比重对技能发展和薪酬水平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但对农民工群体的

劳动权益保障有着反向作用，从侧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提出的行业内农民工比

例越高则行业整体劳动保障水平越低的发现（高梅、吴义刚，２０１７）。 总的来看，
通过加入行业层次的变量建立多层统计模型，提高了模型整体对不同职业农民

工群体就业质量的解释力。 特别是模型所展现的行业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结构特

征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中的技能发展和薪酬待遇维度的效应，为我们从中观和宏

观层次讨论农民工分化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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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农民工群体技能分化和职业分化的进一步讨论

（一）农民工群体技能和职业分化反映的社会分层机制新变化

在农民工就业多元化、技能和职业分化的背景下，群体内的就业质量差异

日益显著。 一方面，劳动技能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核心因素，技能

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市场歧视或职业隔离效应；但是同时，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背景下的以机器替代浪潮为代表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农民工群体

形成差异化的影响。 特别是随着一般工业制造业出现的工业机器人的过度推

广应用，使得低技能农民工因为机器替代或劳动降级在就业质量上受到较大

负面冲击。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近年来“劳动降级”和“技能需求逆转”已经成为社会学

和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就业岗位对技能

需求的下降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悖论也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陈朴、王猛猛，
２０２２）。 在企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自动化技术或者机器设备替代了

原来需要一定操作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就业岗位，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出现结构

性变化，对劳动者技能需求存在一定的降级现象，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中形成

了以技术和资本为主导、以机器为中心的升级方式，导致用工企业（特别是工业

制造业企业）对中低端技能劳动者需求逐渐减少（许怡、叶欣，２０２０）。 同时，新
业态的发展更对农民工进一步分化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

为基础的新型商业和新型城市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推动“工业制造业剩余劳动

力”向低端服务业转换，导致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低端技能劳动者比例增加。
因此，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分

层机制的新变化。 职业和技能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不仅受到个体禀赋等

微观层面因素的影响，更受到经济产业结构变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等宏观层

面因素的制约。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不断

健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根源正在消解。 但同时，基于技能等市场化要素形

成的劳动力市场隐性分割正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和职业分化形成更为显著

的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农民工受限于匮乏的人力资本，无法进入需要高

技能、高认知能力的就业岗位，只能在低技能体力劳动的就业岗位之间进行职业

转换，表现出“职业进阶困境”。 与此同时，在科技进步、机器替代大潮的时代背

景下，低技能农民工的“可迁徙技能”，也就是不同职业之间的通用技能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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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脆弱性（Ｂｒｉｄｇｅｓ， １９９３），极为容易在技术快速更迭中被劳动力市场所淘

汰，只能采取“就业降级”的生存策略，沿着职业阶梯向下移动，在更低层次的劳

动力市场参与竞争，从事劳动技能需求更低的体力工作（Ｂｅａｕｄ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这一现象进一步丰富了农民工研究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为讨论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工社会分层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经济结构转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技能降级现象导致部分中等技能农民工分化为低技能或

者无技能劳动者，农民工就业结构呈现一定的“两极化”趋势（屈小博、程杰，
２０１５）。 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背后的“资本—技能互补”逻辑来讲，在农民工

群体技能分化的背景下，高新技术的普及应用对于部分低技能农民工的就业造

成一定冲击（易定红等，２０２１）。 从就业质量的视角来分析，对低技能或者无技

能劳动者群体而言，因其可替代性高、就业门槛较低，其劳动收入有较为显著的

“天花板”。 从劳动权益保障来看，当就业市场依据劳动者技能将其分化为“核
心雇员”和“边缘雇员”两个部分时，劳动关系可能出现一定的极化特征：前者在

取得较高劳动报酬的同时，更能够享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和充分的社会保障；而对

于后者，企业则倾向于通过劳务外包或者劳务派遣等将人力成本“外部化”，导
致低技能劳动者长期处在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中，缺乏相应的劳动保障。 中等技

能劳动者比例的下降有可能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的减少，不仅不利于进一步扩大

社会中间阶层，而且有可能加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
然而，对于低技能农民工群体，要促进其实现技能升级却存在一定的现实困

境。 首先，当劳动者进入低技能岗位时，高强度体力劳动和超常规劳动时间既是

劳动者谋求生计的主要方式，也成为阻碍农民工群体“再技能化”和技能升级的

限制性因素。 大部分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路径也仅仅是在低技能、不稳定就业岗

位之间频繁切换。 其次，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进下，我国产业发展

呈现智慧化、数字化等高阶化态势，就业市场对劳动者技能需求出现结构性变

化，特别是对高层次非常规、非程序化工作岗位的需求显著增加。 但是以新人力

资本理论视角来看，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不论是需要高层次认知能力的岗

位，抑或是需要高级别非认知能力的岗位，均不可能通过传统形式的技能培训实

现赋能（王林辉等，２０２２）。 再次，伴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技术更新

迭代速率和劳动者技能贬值速率出现一定的正向相关（Ｓａｃｈ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快速

技术变迁可能导致的大规模技术性失业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风险。 较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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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群体，中低技能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智慧化生产的冲击，其谋生所依赖的特定专

用技术不确定性增强，一旦为机器所替代，其生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三）农民工新职业从业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加剧群体内就业质量的分化

在农民工所从事的新职业中，既有依托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新型城市服务业

岗位，也有与互联网科技和信息技术应用开发相关的新科技职业。 就大部分从

事新职业的中青年农民工群体而言，低受教育水平、低技能、“临时性”就业和

“漂泊式”生存是其主要特征（李河，２０１８）。 特别是在新型城市服务业从业的外

卖骑手、共享单车运维员等群体中，虽然相当一部分人有略高于其他职业的工作

收入，似乎即将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但其表面的“高收入”背后却是长期处于高

强度、满负荷工作状态的现实困境；较高月薪是超长工作时长累加的结果，其平

均小时工资和其他低端制造业、服务业从业者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如考

虑到相当一部分新型城市服务业群体没有五险一金，其真实小时工资水平甚至

低于低端制造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闫冬，２０２０）。 同时，这部分群体一时的高收

入水平并不能掩盖其“工作脆弱性”高的实质：面对科技发展、技术升级和机器

替代，这部分群体经济脆弱性、就业脆弱性、技能脆弱性均较高，缺乏充分的适应

能力。
与“蓝领”劳动者不同，也有相当一部分中青年农民工所从事的新职业有着

显著的“白领”特征。 例如，从事“网络主播”等平台创意劳动的农民工以脑力劳

动、精神劳动和情感劳动为核心，在就业质量的各方面与外卖骑手等体力劳动农

民工构成的“数字零工”群体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 但同时，从事“白领”性质的

新职业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在同一职业内部分化也颇为显著。 以从事“网络直播

销售”“网络主播”等新职业的青年农民工为例，他们中的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较

高，并且有一定劳动技能。 不过正如一些研究报告所表明的，尽管作为新兴职业

的自媒体 ／网络主播税前薪资在各类新职业中最高，①但实际上这类新职业内部

分化严重。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显示，网络主播在收入上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② 在这类新职业

从业的农民工中，大部分并没有通过其“理想职业”实现职业可持续发展，甚至

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开支，只能从事多份兼职维持生计。 这部分群体的就业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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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 ／ １６ ／ ｃ＿１１２７５６７８５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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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不稳定状态，既没有稳定收入，也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 所以，在经济转型

背景下，中青年农民工从事新职业也进一步扩大了群体异质性，加剧了就业质量

的分化。 在农民工职业分层和社会分层研究框架下，零工经济和灵活就业在为

农民工提供新发展路径的同时，也在劳动权益保护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提出

诸多挑战。
总的来看，在数字经济、知识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随着农民工群

体的进一步分化，其内部社会分层机制呈现的一些新特点越来越显著。 农民工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现象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农民工”称
谓的退场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并不意味着社会群体间不平等现象的消弭。 所

以全面理解当下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分化现象，系统讨论农民工群体社会分层

机制的新变化，有助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结构，在促进农民工群体高质量

就业的同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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